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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汉 （1884—1962 年） 是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考古学家、博物学家。1913 年葛
维汉抵达四川，在四川生活和工
作长达35年，直到1948年从成都
华西协合大学退休返美。在此期
间，葛维汉对四川历史和少数民
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并在相关学术领域
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就。葛
维汉一生为发掘、记录、保护、
传播和阐释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
贡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中国社
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重
要参考。

开启三星堆历史上第一次科
学发掘。葛维汉曾在芝加哥大学
和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体质人
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并
凭借《四川省的宗教》一文获得
哲学博士学位，这为葛维汉深入
挖掘和系统阐释中国文化提供了
有力支持。

1932 年，葛维汉担任华西协
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
馆）馆长，并教授文化人类学和
考古学课程，这为他专注于学术
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支持。
1934 年，葛维汉运用他所学的知
识，带领华西协合大学考古队对
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发
掘，这次发掘引起了当时国内外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广泛关
注和研究。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
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古蜀世界，
而葛维汉主导的发掘工作对于理
解古蜀文明发展、揭示其历史背
景和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也
为发现和研究中国灿烂的文化提
供了宝贵材料。同时，葛维汉在
发掘工作中采用了现代考古学的
技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中
国早期历史进行了新的阐释。葛
维汉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一方面
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的序
幕，促进了四川考古工作的科学
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
国学者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以更为科学的态度探究和
解释中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三
星堆遗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
承载的璀璨文化能够呈现于世人
面前，葛维汉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此外，在考古学领域，葛维
汉也是最早对四川僰人悬棺进行
研究的学者。从 1932 年到 1936
年，葛维汉多次穿梭于川南的崇
山峻岭之中，进行大量的实地勘
探和田野调查，并在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创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
了三篇关于僰人悬棺的文章：《四
川古代的白（僰）人墓葬》《川南
的白 （僰） 人墓葬》《有关白
（僰）人的历史文献》。在这三篇
文章中，葛维汉对悬棺的材质、
摆放位置、形状等做了详细的记
录与描述，对僰人族源等问题进
行了系统探索，他的研究向世人
打开了一扇了解僰人悬棺的窗
口，也为后人研究僰人悬棺提供
了参考。

探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
魅力。作为文化人类学家，葛维
汉的主要成就集中于对中国西南
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研究。他
曾多次赴川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
博物学搜集和人类学考察，收集
了大量关于羌族、苗族、藏族和
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日用品和手工
制品。葛维汉对这些民族文物进
行了系统描述、分类与整理，并
将其制作成具有研究价值的标
本。在每一次实地调查过程中，
葛维汉都会拍摄大量照片，并通
过笔记详细描写和记录当地少数
民族的风土人情，包括这些民族
的历史、习俗、宗教、民歌、传
说、语言和生活环境等。这些丰
富的民族学调查材料包括民族文
物、图片和文字资料，弥足珍
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四川少数
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具
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葛维汉不仅注重对少数民族
文化的记录与保护，而且对西南
少数民族的认识有着自己独特的
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葛
维汉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完
成了《打箭炉之行》《藏族宗教仪
式和节日的笔记》《羌族的习俗与
宗教》等研究成果。其中，羌族
是葛维汉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
特别是对羌族的族源问题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最早开始羌族研究
的外国学者是英国人陶然士，他
提出羌族是古以色列人后裔的观
点。葛维汉对此观点持怀疑态
度，认为羌族是中国的土著民族
而绝非外来人种，并从羌族的体

质特征、习俗、宗教等方面加以
论证，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

1948 年，葛维汉退休返回美
国后，依然没有间断对西南少数
民族的研究。根据之前在中国工
作时搜集到的详细资料，葛维汉
完成了四本著作，即《川苗的歌
谣和故事》、《羌民的习俗和宗
教》、《中国西南的民族宗教》、
《更多川苗的歌谣和故事》（完稿
未出版）。在他的著作中，葛维汉
将西南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客观
地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间的交融
与互动。他敏锐地指出，随着生
存环境的改变，西南各民族在宗
教和习俗上相互影响，使他们的
文化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独特之
处，也呈现出与其他民族文化元
素相融合的特点。

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葛
维汉在四川生活与工作的 35 年
间，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
贡献。他将大量搜集而来的神
话、歌曲、经文翻译成英文，收
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民俗器
物，这些都成为当时西方社会认
识中国的重要元素，也是中美两
国民间文化交流的象征。

葛维汉的搜集与保护工作还
对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建设与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博物
馆作为陈列人类学、民族学、考
古学和博物学的场所，以科学的
视野将文物搜集与学科研究相结
合，并通过举办展览充分发挥博
物馆在公众教育方面的作用。这
些努力使得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的馆藏日益丰富，1936 年该馆馆
藏文物就达到15885件，逐渐发展
成为中国西南最著名的博物馆之
一。1944 年，为了纪念葛维汉长
期以来为博物馆作出的奉献，特
将图书室命名为“葛维汉图书
馆”。

经过百年沉淀，目前图书馆
馆藏资料涉及民国以来民族学、
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等学
科的珍贵资料，已成为国内外学
者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平台。

屯垦戍边既是维护国家边疆稳定、
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古代国

家治理思想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屯垦戍边的组织形

式、表现方式虽历经变化，但其在维

护国家边疆稳定、推动大一统国家的

形成和发展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

作用。

军屯与民屯——屯垦
戍边的主要组织形式

屯垦即屯田垦种，指军民在一定

区域驻扎聚集，从事农业生产，实现

自给自足。戍边就是调集军队戍守边

防。屯垦与戍边具有明显的辩证统一

关系。屯垦是方式，目的是发展农业

生产，为戍边提供稳定的粮食物资保

障。戍守边疆，是为了提高军事防御

能力，进而实现边疆安全稳定发展这

个最终目标，而稳定的边疆、强大的

国防又反过来有力保证了屯垦实施的

成效。可以说，屯垦戍边是中国古代

中央王朝治理边疆过程中经济需求与

政治目标的集中体现。

屯垦戍边主要有军屯与民屯两种形

式。军屯指中央王朝调拨军队驻守边

疆，军队战时应战，平时从事农业生

产，实现自给自足。民屯是中央王朝通

过政策引导、强制征发等方式将中原地

区人口移居到边疆地区生产生活。尽管

历史上还存在商屯、回屯、旗屯等特殊

组织形式，但以屯垦的目的导向来看，

不外乎增强军事防御能力的军屯和发展

生产的民屯两类。

军屯制度始于西汉，民屯始于秦

朝，均被历代中央王朝所沿用，是经略

边疆、经营周边的重要内容，也是历代

中央王朝开发边疆、促进边疆与中原交

流互动的重要方式。屯垦戍边的组织形

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边疆稳固

的压力变化而变化。在边疆对外防御压

力突出时，中央王朝以实行兵屯为主，

此时的屯垦区域主要起到军事防御区的

作用。当对外防御压力减弱时，中央王

朝以实行民屯为主，此时的屯垦区域主

要起到发展生产区的作用。

制度与实践——屯垦
戍边的历史演变

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即在《商君
书·农战》中提出寓兵于农、兵农合一
的主张，是屯垦戍边思想的雏形。西汉
时期，屯垦戍边思想逐渐成熟，晁错、
桑弘羊、赵充国均从巩固边防的角度提
出军队在边疆地区进行垦种，以降低军
队驻守成本，实现长期驻守。之后，屯
垦戍边思想逐渐被王朝统治者采纳成为
治国理念，以此理念为指导的屯垦戍边
实践贯穿中国古代历史。

屯垦戍边是古代大一统王朝治理边
疆的重要方式。秦代迁徙大量人口到南
岭、河套地区以充实边防。汉代以军屯
为主，通过军屯为大规模人口迁徙、实
行民屯提供良好的物资和环境保障。

“汉武以屯田定西域”，同时解决了军事
防御和粮食供应两个棘手问题，加强了
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东汉与西域“三绝
三通”（即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三次中断
又三次恢复的曲折经历），从正反两方
面表明屯垦戍边对于边疆治理的重要意
义。唐代在哈密、吐鲁番、天山北麓等
地区屯垦，解决了“边防镇守，转运不
给”的问题。元代将屯田作为解决军
需、保障用兵的重要方式，“用兵征
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内
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
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明代
为了“养兵而不病于农”，解决粮食转
运问题，实行“寓兵于农，有事则战，
无事则耕”的卫所制度。清代对新疆的
屯田，经历了从注重对外防御的“以屯
养兵”的军屯向注重边疆社会经济发展
的民屯的转变。造成清代这种转变的原
因，一方面是长时间的军屯增强了防御
能力，屯垦的重心和目的发生了由军向
民的转变。另一方面是经过历代发展，
屯垦制度日臻完善，屯垦在历代王朝边
疆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已由临时措施变为
根本之策。

即使在多政权并存时期，各政权也
将有效治理边疆作为实现统一的重要标
志。其中，效法前代的屯垦戍边模式，
增强对边疆的统驭力是重要内容。曹魏
承袭两汉制度，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

史，分别管理高昌和楼兰的屯田，以此
经营西域。西晋延续了这一做法，继续
通过屯田政策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
接续了西汉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域的
治理。

政治、经济、文化“三
位一体”——屯垦戍边的
历史价值

屯垦戍边有助于加强政治统合。人
口迁徙过程以及之后进行的边疆开发与
建设，为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边疆地区提
供了载体。军屯使中央王朝能够以相对
低的成本在距离遥远的边疆地区保持一
定规模的军事力量，为中央王朝抵御外
部威胁和边疆地区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提
供兵源和物资保障，从而保障中央王朝
对边疆地区的政令畅通，增强中央王朝
对边疆地区的统合能力。屯垦往往与地
方设治前后相继。中央王朝在人口稠
密、屯垦成效显著的地区会进行地方政
制建设，加强民政管理，借此将中央治
权拓展到边疆地区。高昌郡的设立标志
着历史上首次在西域实行郡县制，也是
两汉以降中央王朝加强西域屯垦并取得
明显成效的体现。唐朝在西域设立三
州，以服务西域屯垦，加强对西域与中
原之间战略要地的控制，对此后历代王
朝治理西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屯垦戍边加强了边疆与内地、中国
与域外的互通有无和贸易往来。从外部
来看，屯垦戍边是巩固边防、抵御外敌
的有效途径，为边疆发展创造了安全的
外部环境。从内部来看，屯垦戍边将中
原地区的人口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以
及纺织、冶炼、造纸手工业技艺引入边
疆地区，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并由此
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缩小了边疆与
中原的差距。同时，为保障供给，中央
王朝将大量物资从中原运往边疆屯戍地
区，促进了边疆与中原的商贸往来。唐
朝将丝绸运往西域，用于屯戍的军队购
买军事和生产生活物资。这些丝绸又经
商人转手销往西方，促进了丝绸之路的
繁荣。明朝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等物
资运往边疆屯戍地区，奖以“盐引”，

“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与此

同时，屯垦戍边带来的边疆稳定为中外
交通的畅通提供了保障。屯垦形成的人
口聚居区往往成为中外商贸路线的重要
节点。汉代将西域的一些屯田点建在丝
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保障了丝绸之路
的畅通有序。唐朝“立屯田于膏腴之
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造就了“驰
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
于塞下”的交通畅达、商贸兴盛的良好
形势。

屯垦戍边促进了文化相通与民族融
合。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稳定的边疆
往往能够造就中央王朝兼容并蓄的开放
姿态，交通的畅通促进了周边、边疆、
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人口流动为载
体，域外宗教、音乐、舞蹈等文化形式
进入边疆和中原地区，并与当地文化充
分融合，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因屯垦进入边疆地区的中原移民，也将
中原文化带到边疆地区，在各民族长期
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中原文化被广泛
接受，增进了边疆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此外，屯垦戍边促进了人口的跨地
域流动，增加了古代社会的流动性，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机会，也为
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边疆地区嵌入式
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有力推动了
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巩固。

屯垦戍边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奋斗
史，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屯
垦戍边的历史实践中，各民族共同抵御
外敌，建设边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
历史遗产。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实践凝结
成的历史智慧依旧指引着当代的国防和
边疆建设事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
当代的屯垦戍边组织形式，将卫国戍
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发展
紧密结合，既是借鉴历代屯垦戍边经验
的因时因势之举，也是历史智慧的新实
践、新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
研究所研究员）

浙江上山文化的文明奠基意义浙江上山文化的文明奠基意义
□□ 蒋乐平蒋乐平

上山，是浙江省浦江县的一座不知

名的小土丘。2000 年秋冬之际，这里

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存，定名为上山遗址。经碳十四测

年，遗址年代距今约 11000 年至 8500
年。2006 年 11 月，以上山遗址为代表

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上山

文化”。

2007 年至今，经过考古调查与发

掘，陆续发现上山文化遗址 24 处。分

布区域以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为中

心，向南至灵江流域。区域面积约2万

多平方公里。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

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

为密集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约 10000年前，钱塘江上游及附近

地区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如此规模的上山

文化遗址群？答案是这里发现了最早的

稻作农业证据。农业起源是人类文明史

中的重大事件，它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与

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上山文化的

聚落群特征，所呼应的正是人类历史上

发生的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也称之为

“农业革命”。

这是有依据的。在上山文化遗址群

中，普遍发现了水稻栽培、水稻收割、

水稻脱壳、水稻食用的物证。比如，通

过对小穗轴落粒形态、细胞植硅体、米

粒长宽比等特征观察，植物考古学家确

定遗址中发现的稻遗存为经过了驯化的

栽培稻。又比如通过微痕分析，在遗址

出土的石片石器的刃部发现了“镰刀光

泽”，确定这就是水稻的收割工具。还

有，上山文化诸遗址中，普遍发现石磨

盘、石磨棒，这是配合使用的组合工

具，相互磋磨，能有效将稻谷的外壳除

去，加工出大米。

上山文化的村落定居证据，则主要

体现在用来居住的房址和作为村落界址

的环壕的发现。尤其是被称为东亚地区

最早的环壕，反映了由此开启的漫长农

业社会对土地的拥有意识和家园意识的

出现。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对旧石器时代的

告别。从此，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界的动

物性依赖，从攫取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

转变，从食物的采集者、狩猎者转变为

食物的生产者。农业使粮食的跨季节储

存成为可能，这为人类的定居生活创造

了条件。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也要

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

播种、管理、收获。更为稳定的村落社

会随之出现，这促进了人口的不断增长

和聚集，由此产生了社会分工和物品交

换等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为文明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农业的起源在经

济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

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上山文化与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横空

出世，正是“农业革命”带来的崭新气

象，这一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

形成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以浦江上

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是以南方稻

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

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万年

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是对世界农业

起源认识的一次重要修订。著名农业科

学家袁隆平题写“万年上山，世界稻

源”，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誉之为“远

古中华第一村”。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是对上山文化价值意义的简明概括，也

是对上山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中特殊地位

的高度评价。

学术界对农业起源有三大中心之

说，这三大中心分别是西亚、中美洲、

东亚（以中国为主）。西亚是大小麦的

起源地，起源时间约距今 10000 年前，

位置在今天的伊朗、土耳其、约旦等地

区，被称为“新月沃地”。这一地区后

来诞生了两河流域文明，并衍生出埃及

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里也是欧洲

文明的发源地。这一带考古工作起步

早，也是最早诞生“农业革命”概念的
地区。中美洲是玉米等作物的起源地，
起源时间约距今 9000 多年，位置在中
美洲墨西哥等地。这是印第安文明对人
类的贡献。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带回传
播到旧大陆。中国是水稻、粟、黍的起
源地，水稻源于长江流域，粟、黍源于
黄河流域。现在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
外来的麦子，而水稻则作为最重要的粮
食作物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可以
认为，水稻是孵育东亚文明的具有本地
基因的最重要的粮食。

因此，“东亚中心”的最重要一翼
是“长江中下游中心”，这个概念的首
功归于 20世纪 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
遗址的发现。学术界一度认为河姆渡遗
址就是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但河姆渡遗
址距今 7000 年，与西亚地区的早期农
业遗址比较，年代的弱势较明显。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更早的遗址
被发现。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万年仙
人洞遗址，因为年代超过12000年，引
起了很大的关注。但这两个遗址的稻遗
存资料比较单薄，在稻驯化特征的确定
性方面存在一些争议。尤其是仙人洞、
玉蟾岩均属于洞穴遗址，依然延续着旧
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呈现农
业文明的新气象。而上山人走出了洞
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
心的旷野地带，形成一个庞大的遗址
群，这与农业发生的“革命性”成果
相吻合。

因此，可以认为，钱塘江流域的上
山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文明的先
进区域。这里的早期农业遗址与西亚早
期农业遗址的年代相近。稻、麦两种分
别哺育了东西方文明的粮食作物很可能

在距今 10000 年之际同时诞生、并行
发展。

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其经
典的关于“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
的论述中，认为农业起源是文明形成的
开始，而城市出现则是文明形成的标
志。以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
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学文
化，以稻作文明为发展主脉，其起源优
势和发展的延续优势，造就了钱塘江—
杭州湾—南太湖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起
源版图中的突出地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认识是：距今万
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
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
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
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
成。上山文化遗址无疑是“奠基”阶段
中华文明的代表性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山文化遗址
中，还发现了重要的具有观念形态分析
价值的遗存现象。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
早的彩陶，而彩陶纹饰中出现太阳纹和
线条组合极似“卦符”的神秘图案。太
阳属于天象系统，在解析中华文明时，

“观天象，授农事”被视为知识体系与
礼仪体系形成的重要源头。上山文化的
彩陶“卦符”，其中之一被研究者释读
为“雷地豫卦”，它是否是后世“八
卦”系统的源头？鉴于《周易》在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一个很值
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这或许是上山文化所潜藏的最深刻
的文明密码。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


